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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从海上来:近代雕版书籍冒用上海石印名目∗

孙 云 霄

　 　 内容摘要:清光绪中期以后,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、机器印刷业的发

展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广,民营出版业逐渐推崇石印等新技术。 我国早期

的石印书局集中于上海,其名号随着出版物的畅销而流行全国,“上海”
“石印”“书局”遂成为图书市场中的金字招牌。 一些雕版书坊见此有利

可图,于是篡改牌记,试图鱼目混珠:一方面,在翻刻石印本时将原牌记中

的名称替换为“上海石印书局”或“上海书局”;另一方面,在自刻书籍的

牌记或题名中冒用“上海” “石印” “书局”的名号。 此外,有的坊刻本还

托名点石斋等上海知名新式书局。 “上海石印书局”本成为晚清书业中

的明星版本,这一现象反映出传统书坊在技术迭代与文化转型背景下的

适应性策略。
关键词:近代　 雕版印刷　 上海石印书局　 版本鉴定

清光绪中期以后,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、机器印刷业的发展以及新式

教育的推广,民营出版业逐渐推崇石印等新技术。 晚清石印业的地理分

布极不均衡,石印书局集中于上海,而偏远地区则因经济落后和交通不便

制约了新式印刷业的发展,高昂的运输成本和紧张的供需关系抬高了石

印畅销书在内陆地区的售价,“上海” “石印” “书局”成为图书市场中的

一块金字招牌。 传统书坊见此有利可图,却又苦于资金不足或者长路迢

遥无法引入机器设备,于是一方面使用雕版手段翻刻石印本书籍①;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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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在自家刻本的牌记中仿冒“石印” “上海石印” “上海书局” “上海石

印书局”等名号,企图鱼目混珠。 这是近代新旧印刷技术更替和行业转

型阶段的特殊情况,也是先进技术与新文化向落后地区输入时带来的附

加影响。 目前,鲜有学者论及这一出版现象,版本鉴定(或著录)实践中

也存在误认版本类型的情况,本文即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。

一、民间对石印技术的推崇

(一)民间态度的转变

同光之际,少数口岸知识分子和旅外官员较早接触到石印技术及印

刷机实物,如同治九年(1870)毛祥麟的《墨余录》、光绪四年(1878)钱德

培的《欧游随笔》和光绪五年曾纪泽的《使西日记》中都有相关记载,对此

啧啧称奇①。 不过,他们并不能代表普通民众及书业从业者的态度。 石

印技术本土化和商业化的过程较为漫长,从道光年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

带来石印机,到光绪五年点石斋成立、光绪八年同文书局兴起,再到光绪

十三年后上海石印书局林立,期间历经了近六十年。 光绪二十年,时人回

顾石印推广之历程说:“试观上海石印书局,其先创始者不过一家,迨闻

获利,可操左券,相率继起者何止数十处。 盖天下未经习见之事,苟无一

人以导其先路,往往多所顾忌而不敢轻于尝试。”②民国七年(1918),扫
叶山房主人席威记述石印传播初期的困境说:“维时风气初开,疑信参

半。 信者喜其成书之速,且精美异常也。 疑者虑其不能传久,纸墨或易渝

也。”③另一方面,传统雕版书坊因石印本的流行而失去市场份额,利益受

损,于是公开抨击石印。 如光绪十六年席威在《申报》发文,指斥石印举

业书的科场舞弊之用与伤害视力之弊:“所印之书,较蝇头而更细,径寸

之本,便于怀挟……不但蛊惑士类,显违王章,而且少年目力,暗受其

伤。”④北京坊间亦印发《逐卖洋板夹带书贾檄文》,抵制石印本时文选:
“书贾愈出而愈奇,聚辑杂文,编成小本,名曰洋板夹带……十数家书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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竟公然发卖,肆无忌惮,违祖训而害士林。”①光绪中期以后,民间对这一

新技术的态度逐渐转变,从开始的质疑、抵触到认可乃至推崇。 如光绪二

十三年,俞樾的弟子采用石印法缩印《春在堂全书》以广流传,俞樾乐见

其成,为之作诗曰:“偷来石印西洋法,此后巾箱易弆藏。”②另如广州以文

堂书局在开设数十年后放弃雕版,鼓吹石印,在光绪末年所印的《马拉语

粤音译义》扉页识语中说:“本堂所刊各款(班) 〔版〕本……概石印书籍。
近日俱已改用机器石印,字(只)〔纸〕精良。”③沙剑萍曾记述石印本在福

建邵武图书市场中的地位称:“一些缙绅、读书人家,都以案头有几本石

印的线装图书……当作一种时髦。”④此外,从新式书局的命名上亦可体

现石印之流行,如点石斋、上海石印书局⑤、上海中西石印书局、上海炼石

书局、天津石印书屋、北洋石印官书局等。
(二)“西法”“洋板”的盛行

雕版印刷长期以来占据我国古代印刷业的主流地位,由此产生了

“刻”“镌”“付梓” “藏板” 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汇。 时人出于语言惯

性,在描述木活字等其他印刷方式时经常袭用雕版词汇⑥。 早期新式

印刷亦受此影响,如善成堂石印本《新增诗韵合璧联珠》,其扉页题“光绪

十四年新镌 / 西蜀善成堂藏板”⑦。 乾隆曾因“活字” 一词不雅,
 

将其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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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“聚珍”①,于是坊间多以“聚珍” 称(木) 活字本。 光绪前期,《申报》
馆、著易堂铅印本书籍的牌记亦作“仿聚珍版”②,可见彼时新式印刷业对

自身新技术的称呼尚处于“入乡随俗”的阶段。 但光绪中期石印流行以

后,“西法”“泰西”等词就频繁出现在石印本的牌记中:有曰“西法石印”
者,如光绪十六年“西法石印”《段注说文撰要》③;有曰“仿西法”者,如光

绪二十年“上海仿泰西石印法”《增像绘图西厢记第六才子书》、光绪二十

一年上海书局“仿西法印”《绘图中西医学入门》。 有时,出版者会在牌记

中较为具体地描述石印的方法,进行自我宣扬,如光绪五年点石斋印《钦

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,牌记曰“照相石板缩印”;光绪十七年上海仿古斋

印《山海经笺疏》,牌记曰“用西洋五彩石印法照成”;光绪二十四年上海

江左书林印《唐宋八家文读本》,牌记曰“重楷精校,用泰西脱影法石印”。
有的石印书籍在书衣题签上用“石印” “石板”等词代替传统的“新镌”等

广告词汇,如广州时务书局的《石印大字诗经读本》、潮州李万利和王生

记发售的《石板秦世美全歌》。 从报刊广告中也可以发现这种趋势,如光

绪十年广州鉴古书局广告曰“仿用西法点石印书”④。
图书市场对待新式印刷技术态度的转变,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。 尽

管在此之前,有些开明士绅就曾倡议“开眼看世界”,随后洋务运动提出

“中体西用”,但当时社会主要关注西方的医疗、军工以及轮船火车等重

工业,对于日常生活中的“西法”,既称之“奇技”,又贬为“淫巧”⑤。 后

来,随着通商开放程度的加深,西方的日用器物逐渐流入民间社会。 王洁

群透过晚清小说中对西方器物的细致铺陈,认为这是一种“对新形态的

强势文化的追逐”⑥。 反映在出版业上,书商在牌记中标明“西法”,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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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亦宣扬“洋板”,如光绪八年啸园书局在《申报》刊登广告称“《缩本洋

印地舆图》”①;山东聊城的书业德销售光绪十四年点石斋石印本《尚友

录》,扉页有钤印“精选洋板书籍发兑”②;光绪二十年宁波茹古斋铅印

《新增幼学故事琼林》,牌记右下角印有“精校洋板”四字③;新市友文斋

发兑的刻本《十礼拜》扉页题“翻刻洋板京调”④,该书现存石印本,可知

翻刻的“洋板”即指石印本;再如文顺斋刻《摘黄瓜》等唱本,扉页题“翻刻

洋板时调”⑤。
(三)坊刻本中的“机器版”
清末民初,广州、佛山和香港地区出版的唱本、小说、通书和蒙书,常

常在书衣题签、扉页牌记或卷端、版心等处标识“机器版” “机器石印板”
“新刻机器印”“铜板机器印”“活版”“机板”“电版” “机印电板”等字样。
其中有些版本实为木刻本,如广州五桂堂所刻《声律启蒙撮要》,封面题

“活版声律启蒙”,版心作“五桂堂机器板”;佛山禅镇英华书局⑥刻《三字

经》《千字文》,卷端题“机器活板”。 这是因为他们在刷印雕版的过程中

使用了手摇印刷机。 据五桂堂书坊后人徐应溪回忆:
到了民国初年,因日本的机器印刷机传到,便以每架三百两银之

价,买了两架。 此种印刷,自然比以前方便而快捷。 它是将木板安放

在机器上,不是用电力,而是用手摇操作的,转一转便可印出十页。⑦

对于这一现象,骆伟与朱培建均有谈及⑧。 刘淑萍进一步分析道:“所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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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摘黄瓜》,国家图书馆藏清末文顺斋刻本(索书号:98247)。
佛山英华书局应是雕版书坊,现存其宣统二年(1910)刻《公余医录》、宣统三年刻

《岭南即事全集》等书。 另外,与之同名的广州十八甫英华书局,较早接触石印技

术,今存其光绪二十七年(1901)石印本《改良妇孺三字书》等书。
梁培炽:《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》,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,1978 年,第
254 页。
骆伟:《木鱼·南音·五桂堂》,《广东史志》1996 年第 3 期,第 48 页。 朱培建:《木

鱼书封面研究》,曾赤敏、朱培建主编:《佛山藏木鱼书目录与研究》,广州出版社,
2009 年,第 275 页。



的‘机器板’就是采用机器印刷的一种方式,并不一定专指某一种刻印方

式。” ①其实,不独“机器版”如此,“活版”一词亦然②。 刘淑萍在论述时,
将雕版的“机器板”排在石印的“机器板”之前,这大概出于惯性思维。 若

徐应溪的记忆准确,至民国初年才引进手摇印刷机印制雕版书籍;那么

“机器”一词其实更早出现于广东地区石印本的牌记中,如光绪三十四年

佛山“同文堂机器印” 《对类引端》,宣统二年(1910) 广州“麟书阁机器

印”《校正唐注写信必读》,广州双门底“古经阁机器印” 《四书正文》。 书

坊只是在印刷雕版的过程中使用了手摇机器,却在书籍的扉页和卷端等

处大肆宣扬“机器版”,很可能是先受到周围石印本标榜“机器版”风气的

影响,然后才跟随潮流使用“机器”这一新提法的。

二、假托“上海”“石印”“书局”名号

同治以前,上海刻书业的规模十分有限,书坊很少③。 直到太平天国

运动爆发,重创了当时的刻书中心江苏、浙江及安徽,原有的行业格局被打

破。 在此期间,上海吸纳了大量的避难人口与资金,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迅

速攀升④,并借助区位优势发展图书市场,吸引江浙书坊和书业资本陆续转

移⑤。 随着新式印刷技术的推广、西学的流行以及教育改制,上海成长为晚

清的出版和文化中心。 吴家驹称:“几乎所有有名的石印局都设在上海,可
以毫不夸张地说,上海石印业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石印业的发展史。”⑥张海

荣发现清末许多石印本小说都有“上海石印书局”的印记,他指出,当时

石印书局集中于上海,这种做法“突出的似乎是一种‘品牌’效应”⑦。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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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刘淑萍:《古籍版本中的“机器板”问题》,《图书馆论坛》2009 年第 4 期,第 173 页。
前文提到五桂堂和英华书局刊刻的部分书籍,有的封面或扉页就题“活版”,这或许

是因为使用了手摇机器,纸张滚动刷印,故称“活版”。

 

章宏伟:《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新格局的确立》,《中国出版史研究》2016 年第 2 期,
第 71—72 页。
详参周武:《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》,熊月之主编:《都市空间、社群与市民生

活》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8 年,第 247—255 页。
详参许静波:《石头记: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(1843—1956)》,苏州大学出版社,
2014 年,第 141 页。
吴家驹:《清末民初上海石印业概述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1988 年第 6 期,第 60 页。

 

张海荣:《甲午战后〈公车上书记〉刊行过程考订》,《学术研究》2019 年第 12 期,第
134 页。



的石印机构直接以“上海”命名,如上海书局①、上洋书局、海上书局、沪江

书局。 许多石印书籍的牌记,题为“上海某某石印书局”。 有些牌记未标

出版者,仅作“上海石印” (光绪十六年《西湖十八景图》)、“上洋石印”
(光绪十二年《江左校士录》)、“沪上石印” (光绪十五年《增评补像全图

金玉缘》)。 尤其是新学书和初等教科书,多由上海各书局石印出版,在
科举改制后大受外埠市场追捧。 冯自由记录当日之情形为:“皆不知新

学之实,于意云何。 于时联袂城市,徉徜以求其苟合。 见夫大书特书曰

‘时务新书’者,
 

即麇集蚁聚,争购如恐不及。”②“上海” “石印” “书局”③

遂成为出版业中的时髦词汇,但内地人士多不了解石印技术,书坊便在牌

记或题签中冒用其名,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④。
(一)翻刻本有意保留原版牌记

有的书坊翻刻石印本书籍时,故意保留原版牌记,这不同于覆刻全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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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上海书局,设在上海福州路与山西路交叉口,经理为孙玉声。 据杨娟统计,上海书

局出版书籍 1100 余种(杨娟:《上海书局古籍出版目录》,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

[钱振民指导],2012 年,第 8 页)。 不过,她并没有意识到图书牌记中的“上海书

局”可能是泛称或者假冒托名;另一方面,民国之前,以上海书局名义刊登的报纸广

告数量很少,无法与点石斋、鸿宝斋等大书局相提并论。 由此可知,上海书局的出

版规模其实较为有限。 另外,王清原等编纂的《小说书坊录》 (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
2002 年,第 92 页)记载上海书局最早于光绪元年刊印书籍,杨娟《上海书局古籍出

版目录》(第 1 页)与栾梅健、张霞《近代出版与文学的现代化》 (复旦大学出版社,
2015 年,第 96 页)等书皆沿用其说。 然而,这不符合本土石印业发展的实际状况。
经笔者调查,他们列举的《五美缘》《隋炀帝艳史》《制茶新谱》《绘图花影奇情》《三

家医案合刻》等书,皆不存在光绪元年(乙亥)印本,反而都有光绪二十五年(己亥)
印本,因此,应是编者将牌记中的干支纪年“己亥”误认作“乙亥”所致。 事实上,现
存题“上海书局”的书籍,大多出版于光绪十三年以后。
冯自由:《序言》,[德]那特硁著,冯自由译:《政治学》,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广智

书局铅印本,第 1 页。
古代民间出版机构的名称,在雕版印刷时代基本没有发生明显变动,一般使用“堂”
“阁”“楼”“山房”“书铺”等词。 但至晚清,“书局”之名在出版业中骤然兴起。 各

省官书局开风气之先,光绪中期以后,许多民间机构也相继以“书局”命名。 其中,
上海的石印书局命名时间较早、规模最大(详参徐世博:《清末科举停罢前的上海

“书局”考论》,《文史》2019 年第 2 辑,第 225—227 页)。
需要说明的是,这些刻本牌记中的“上海书局”或“上海石印书局”,可能并非确指

某一机构,而是泛称上海地区从事石印的书局。



时连带着牌记的情况①。 如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《海国图志续

集》,楷体小字;现存一翻刻本,改为宋体大字,其扉页却覆刻自石印本,
并保留了原牌记“上海书局石印”②。 晚清教育家黄庆澄曾撰《训蒙捷

径》,光绪二十四年天津同文仁记石印此书;现存其翻刻本,正文由楷体

字改为宋体,扉页 A 面与原版相同,B 面牌记的内容和样式略有改动,但
保留了“仿泰西法石印”字样③。 再如光绪二十七年上海焕文书局石印

《历代纲鉴总论》,其书名印在扉页 A 面,牌记印在 B 面;现存光绪二十九

年覆刻本改换了原本扉页的版式,将书名与牌记合于一面,有意保留“上

海焕文书局石印”的标识④。
(二)翻刻本篡改原版牌记

某些书坊翻刻石印书籍时,用“上海” “石印”等突出新式印刷的字

眼,替换原牌记中的机构名称。 比如现存两种宋体字刻本《唐著写信必

读》,其一刻于光绪二十五年,牌记作“上海石印书局印”⑤;其二刻于光

绪二十七年,牌记作“上海石印书局兑”⑥。 两书卷首均有光绪二十二年

程世爵序,云“付诸石印,以公同好”,说明原书为石印本。 但笔者尚未发

现该书存在上海石印书局本,在光绪二十五年翻刻本之前,仅见光绪二十

二年的上海书局石印本,正文为楷体字。 经过比对,其内容及行款相同,
应是两种翻刻本的底本。 最明显的证据是翻刻本的序末题署,在撰写时

间“丙申”和作者“瀛□旧主程世爵”之间空有两格;现存多个石印本中,
只有上海书局本序文的格式与此相同。 同时,翻刻本“瀛”字和“旧主”之

间也空一格,显然有阙文。 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书局本之序为行书写就,
“园”字不甚清晰,导致书坊抄手未能辨认。

光绪十七年广百宋斋铅印《三字经注解备要》,牌记作“光绪辛卯上

海广百宋斋校印”⑦;现存一种光绪二十一年覆刻本,
 

将牌记改为“光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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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孙云霄:《近代石印、铅印书籍之雕版翻印本考述》,《文献》2023 年第 5 期,第 49 页。
[英]麦高尔撰,[美]林乐知、瞿昂来译:《海国图志续集》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刻

本(索书号:X / 980. 39 / 2631. 6)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book. kongfz. com / 0 / 104095183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66728466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book. kongfz. com / 0 / 2396612506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35519962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48851933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


乙未上海石印书局校印”①,覆刻的底本实为铅印本,而书坊却更钟情于

使用“石印”的名号,可见“上海石印书局”的招牌比之同属新式印刷业的

广百宋斋更具号召力。
明治十四年(光绪七年,1881)日本温故堂刊印佐藤楚材所编《清朝

史略》,后传入中国,现存光绪二十八年理文轩中外书会及上海书局石印

本;另有光绪二十八年翻刻本,其版式、字体与和刻本及两种石印本皆不

相类,扉页改题“大清史略”,版心题“皇朝史略”,牌记作“上海石印书

屋”②。 然而,笔者尚未见到“上海石印书屋”出版的其他书籍,所以此名应

是书坊妄自编造,更何况该本并未使用石印技术,冒名的意味非常明显。
民国四年上海会文堂再版《初学论说文范》,现存一覆刻本,将版权

页中的总发行所“上海会文堂粹记”改为“上海石印书局”,将分发行所即

会文堂分店的信息改为“各省大书局”③,其余内容依照原版。
民国五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《初学论说精华》,扉页题“上海广益书

局印行”,颇为流行;现存三种覆刻本,牌记分别改为“上海书局印”“上海

书局印行”“上海石印书局印行” (见图 1)。 通过与原版比对,可以发现

这三种牌记均经过刻意改造。 经查,
 

上海书局或上海石印书局没有出版

过《初学论说精华》,况且民国时延续了清末颁布的《著作权法》,上海书

局应不会明目张胆地盗印此书。 因此,这是书坊覆刻原书时篡改的结果。

图 1　 广益书局石印本《初学论说精华》及其覆刻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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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/ / book. kongfz. com/ 3110/ 1541720351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[日]佐藤楚材编辑:《清朝史略》,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八年

(1902)刻本(索书号:线 D266. 6 / 2474)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 ( https: / / book. kongfz. com / 0 / 1348612758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

问。



(三)书坊伪造“石印”牌记

有的书坊在刻本牌记中伪造“石印”或“某某书局石印”的名号,但其

书籍内容并非翻刻自石印本。 换言之,与上述两种情况不同,对于这些刻

本而言,并不存在一个石印的底本。
光绪十七年石渠山房刻本《套板详注笔耕尺牍》,扉页题“笔耕斋尺

牍提要释注”,牌记作“光绪辛卯仲夏石印”①。 此书实为雕版,也没有采

用套印技术。 同时,现存石渠山房所印书籍皆是木刻本②。 那么,此书及

其牌记有可能覆刻自石印本吗? 恐怕也不是,因为石印本一般字小行密,
而此本字大行疏。 实际上,其底本应为光绪十二年文海堂朱墨套印本

《新增硃批笔耕斋尺牍提要》③。 两书版式相同,但文海堂本卷端题名为

“套板详注□□□尺牍”(见图 2),空白处或许是留待朱印,不知为何没有

完工。 石渠山房覆刻时将题名补全(见图 3),但填入的“笔耕”二字与上下

字体明显不同,且字号较大,仅用两字便将原来三个字的留白潦草塞满。

图 2　 文海堂本卷端题名 图 3　 石渠山房本卷端题名

　 　 光绪五年管斯骏编《知愧轩尺牍》,由苏州管家园刊行,颇为畅销,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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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65093003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可从“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” ( http: / / gjpc. nlc. cn / xlsworkbench / publish)
检得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83893947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


存多种翻刻本;石印书局也誊抄缩印①,但石印本的扉页题名皆改作“增

广详注三百六十行尺牍”,目录及卷端题名也改为“尺牍”或“三百六十行

必要尺牍”。 该书现存一种光绪二十一年的翻刻本,扉页 A 面为一品山

人题署的“增广详注三百六十行尺牍 / 知愧轩藏本”,B 面题“光绪乙未仲

夏上海石印”,版心底端刻有“管可寿斋”②。 经过比对,其内容、版式与

光绪十九年管家园重刻本③完全相同,却伪造“石印”的名号。
不同书坊在冒用出版业流行营销词汇时,会有不同的侧重点,有的单

独选择“石印”一词,有的则将“上海” “书局” “石印”视作一个条目整体

使用。 现存写刻本《草书集成》五卷,扉页题“草字汇”,牌记作篆书“光绪

丙戌孟冬上海书局石印”,卷首有乾隆蒋光越序,卷端题 “ 庄门熙纂

辑”④。 该书疑点颇多。 首先,《草字汇》为乾隆间石梁所编,现存多种版

本,其版式内容一般都遵照乾隆刻本,卷首有赵思道、蒋光越等序及石梁

后序,不分卷,按偏旁分为 214 部,这与《草书集成》的情况大不相同。 其

次,庄门熙是日本文人,《草书集成》的版式字体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和刻

本风貌。 经核验,该书的内容实为庄门熙所编《墨客草园》 (初刻于明治

十二年,次年再版)。 《草书集成》的正文乃用《墨客草园》之书版刷印⑤,
但书坊篡改了原书题名,并剜去版心书名,书前副文本则配以《草字汇》
的内容。 此外,前文已述光绪十三年以前上海书局鲜有出版活动,光绪十

二年(丙戌)出版的书籍仅此一例;而且较少使用篆书牌记,那么《草书集

成》的牌记是从何而来? 光绪十二年,同文书局曾照相石印《草字汇》,比
较两书牌记,除“同文”二字外完全一致,可见《草书集成》的牌记乃书坊

覆刻同文书局本扉页时剪裁牌记内容、更改其行款所得。 至于作伪时间,
很有可能是在“上海书局”本流行以后。

光绪二十七年写刻本《历代史论》,扉页题“新刻时艺启蒙六种 / 德和

书局藏板”,牌记作“上海书局石印”,目录和卷端题“历代史论”⑥。 此本

031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例如光绪二十年(1894)上海崇文书局、上海书局石印本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23954784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book. kongfz. com / 0 / 3602099432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
 

[日]庄门熙:《草书集成》,上海图书馆藏清末刻本(索书号:线普长 636300-03)。
清末时有多种日本所刻汉籍书版流入中国,重新刷印。 详参陈捷:《岸田吟香的乐

善堂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和贩卖活动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5 年第 3 期,第 54 页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37317946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


字大行疏,不似覆刻,其内容也与清代通行的张溥《历代史论》及上海书

局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《历代史论》、光绪二十七年秋石印本《历代史论

一编》、光绪二十七年冬石印本《史论汇选》 均不相同。 该书仅选文 11
篇,与同类石印书籍相比数量较少,没有发挥出缩印的优势,所以也不是

翻刻自其他石印本。 笔者比较发现,其对上海书局牌记的模仿几可乱真,
可见下过一番功夫。

光绪二十三年刊刻的预言书《刘先生金柜锦囊》,字大行疏,扉页题

“上海石印书局发售”①。 经查各家书目、报刊及数据库,皆无此书存在石

印本的记录,可见是书坊冒用“上海石印书局”之名。 坊间唱本《(新刻)
天津开嗙》的情况与之类似,仅有 4 叶,扉页题“上海石印书局”②。 光绪

二十七年,书坊编刻策论文选《正义启蒙》,托名“张之洞鉴定”,牌记作

“上海书局藏板”(见图 4 左)③,其版式字大行疏;该书又有光绪二十九

年翻刻本,其牌记改题“上海石印书局”(见图 4 右)④。

图 4　 坊刻本《正义启蒙》

有的编目者受到伪造牌记的影响,误将刻本著录为石印本。 如光绪

二十九年曹汝英的《数学上编》初刻于广州,现存光绪三十年覆刻本,版
式和字体相同,牌记却作“上海德新书局石印”⑤。 据调查,德新书局除此

131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36215372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网站( https: / / www. wul. waseda. ac. jp / kotenseki / html /
bunko19 / bunko19_f0400_z0620 / index. html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57131839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23626675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42457414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


之外,并未在近代出版过其他书籍,且笔者经眼的题“德新书局”者皆为

刻本。 因此,该书系冒用“石印”之名,而广州图书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

图书馆却误认作石印本①。 再如上文提到的坊刻本《草书集成》,有多家

图书馆皆错误著录为“上海书局石印本”②。 杨娟《上海书局古籍出版目

录》及其附录《上海石印书局出版古籍目录》中,多个条目的版本项也存

在讹误,如《新撰初学论说精华》 《新撰初学论说指南》 《国民学校新编论

说启蒙》等③。
不止刻本如此,有的书籍正文为铅印,只有卷首的序文、绣像或插图

是石印,但其牌记中仍大书“石印”。 如光绪十八年上海五彩书局所印

《御纂医宗金鉴》,仅扉页图案为朱色石印,其余内容皆是铅印,却在牌记

中自称“石印”④。 光绪二十年上海管可寿斋所印《新辑上海彝场景致》
全为铅印,牌记却题“管可寿斋石印”⑤。 某书商铅印《东周列国志》,其
插图照相翻印自点石斋本,并打着“石印”的幌子吸引顾客;光绪十八年,
点石斋登报揭露这一现象:“现有射利者,即将点石全书翻印出售,或将

图像附入铅版,以充石印。”⑥光绪前期煊赫一时的新技术“铜版印刷”,
在光绪中后期亦冒用石印之名,如光绪十三年东壁山房使用铜版缩刻技

术翻印光绪八年点石斋石印本《点石斋考正字汇》,但将题名中的“点石

斋”改为“重校石印”,牌记亦自称“石印”⑦。 同为新式印刷技术的产物,
却要打着“石印”的名号,可知“石印本”一时风光无两。

(四)刻本题名冒用“石印”
光绪三十年广东通艺局石印《改正绘图字学良知》(见图 5)⑧,现存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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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可从“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”检得。
可从“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”检得。
杨娟:《上海书局古籍出版目录》,第 107、147

 

页。
吴谦等辑:《御纂医宗金鉴》,天津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八年(1892)上海五彩书局铅

印本(索书号:P19042)。
见“中华古籍资源库·数字方志” ( http: / / read. nlc. cn / OutOpenBook / OpenObject-
Book? aid = 403&bid = 161759. 0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点石斋:《原底绘图列国开印启》,《申报》1892 年 4 月 10 日,第 1 版。
详参薛世良:《清末上海铜版印书业史实考探》,复旦大学历史学系、中国近现代新

闻出版博物馆编印:《出版与中国的近代化会议论文集》,2025 年,第 47 页。
见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网站(https: / / catalogue. nla. gov. au / catalog / 365185),2026 年

1 月 8 日访问。



州麟书阁覆刻本①,把原版题记中的“通艺局石印”改刻为“麟书阁藏板”,
在出版日期旁新增刻工信息“顺邑冯耀祥承刻”(见图 6 左)。 但覆刻本的

封面题签却作“石印绘图字学良知”(见图 6 右),有意新增了“石印”一词。

图 5　 通艺局石印本《字学良知》　 　 　 　 图 6　 麟书阁覆刻本《字学良知》　 　 　

宣统二年东昌(今山东聊城)恒庆堂所刻《三字经》,
 

扉页题“石印三字

经”②。 然而,此本既无绘图,亦无注释,只有大字正文,是较为常见的版本。
与之类似,民国二十五年东昌宝兴堂刻《百家姓》字帖,扉页题作“石印百家

　 图 7　 志成书局刻

　 　 　 《千字文》

姓”③。 因此,其题名并非来自某一石印本,而是为了

赶时髦以“石印”为噱头。 或许因为上述作伪手段过

于粗糙,易被识破,在山东地区的图书市场中造成了

不良影响,所以济南志成书局出版《千字文》时在扉页

上栏大书“真正石印”四字以证清白(见图 7)④;但
同时又在牌记中使用“梓”一词。 经笔者目验,该
本实为刻本,其版式与东昌文酉堂、济南志兴堂刻

本并无二致,且志成书局在清末所印书籍皆为雕

版,未曾从事石印,此举真可谓 “ 此地无银三百

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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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梁显庭辑:《字学良知》,王建军主编:《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》第 9 册,广西师

范大学出版社,2018 年,第 3 页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om / 0 / 9136460433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/ / book. kongfz. com/ 0/ 1494882398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 (https: / / book. kongfz. com / 535205 / 9435986519),2026 年 1 月 8
日访问。



(五)“上海本”的品牌效应

从上文的举例中已可隐约看出“上海本”在晚清书业中炙手可热,其
知名度远播内陆地区,吸引书商纷纷仿冒,这里再举几例,以见其品牌

效应。
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,湖南新学书局辑刻丛书《西史汇函》 四

种,其中《大英国志》和《俄史辑译》的牌记作“湖南新学书局刊行” (见图

8 左),《翻译米利坚志》和《法兰西志》的牌记作“新学书局仿日本板刊

行”①。 后来,其他书坊翻刻此书,将牌记中的“新学书局”皆改作“上海

书局”(见图 8 右)②。

图 8　 新学书局刻《俄史辑译》及其覆刻本

光绪二十九年文明书局铅印《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,现存一覆刻

本,将原版权页上的发行所、印刷所等信息一概刊落,唯独把“著作者　
无锡丁宝书”剜改为“编著者　 上海书局”③。 又如木刻本《新增绘像梦

解全图》的卷端、版心及卷末均题“上海书局”④,唱本《(新刻改良)打辽

县》的扉页牌记亦作“上海书局”⑤,但两书皆为宋体字,且字大行疏,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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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新学书局编:《西史汇函》,樊秋实编:《近代西学东渐文献丛刊·历史、哲学、心理

学卷》第 16—19 册,广陵书社,2019 年。
[英]阚斐迪译,徐景罗重译:《俄史辑译》,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间湖南刻本(索书

号:71875)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book. kongfz. com / 0 / 1497668413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book. kongfz. com / 0 / 139216654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
 

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60763343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


从事石印之上海书局并无关联①。
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《(共和国教科书)新国文》极为畅销,截

至民国九年二月,已经印刷 1441 版。 原书为石印本,牌记作“商务印书馆

发行”;现存一覆刻本,将其改为“上海印书馆出版”②。 其中“上海”二字

为后来剜改,可见坊间对“上海”的推崇。 清末民初,荣顺书社刊刻《(新

出)孟姜女唱春》,扉页题“上海分此”③,这与当时其他行业对上海的尊

崇类似,如河南开封的中英、太和等药房均打着“上海分此”的旗号④。 木

刻唱本《(新出)张二妹反情》⑤及合记书局刻本《(新出)打纸牌》⑥,其扉

页皆题“上海洋板抄本”,所谓“洋板抄本”或许就是指石印本。
此外,还存在传统书坊“托名”上海著名新式出版机构的现象。 如光

绪十年刻本《牙牌神数详解全图》,宋体字,字大行疏,扉页题“上海点石

斋重刊”⑦。 然而,点石斋以石印为业,未闻有刻书之事;其牌记一般是篆

书或楷体,典雅美观,内容为“点石斋印” “石印” “缩印” 等,尚未见“重

刊”字样。 经查,此书的内容、版式与同治元年爱莲堂刻本⑧相同。 另如

光绪二十四年书坊翻刻陈炽的《庸书内篇》及《外篇》,并将序文名称改为

“掌故”,目录改题“掌故精华”;新刻扉页,题“中外掌故精华合编”,托名

“上海格致局藏板”⑨。 光绪三十年刊印的懒余生《亚洲泡》,牌记作“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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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两书所题“上海书局”,应是泛指上海地区的书局。 书中皆未标注刊印时间,也无法

确定其出版地为外埠还是上海。 如果是前者,自然体现出外埠市场对“上海本”的

推崇。 即便是后者,也能反映本地书坊日益增长的产业自信以及“上海本”在出版

业的影响力。 这是因为同治以前上海的商业出版较为落后,同时,至光绪中期也没

有出现以“上海”或“沪上”“上洋”为名的雕版书坊。 上述两种刻本之所以题“上海

书局”,很大程度上与新式印刷业崛起、上海成长为全国书业中心有关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66296969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10869224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陈小卡编著: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史》,中山大学出版社,2020 年,第 579 页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44615348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52993225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28159040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该书另有光绪十一年( 1885) 苏州扫叶山房刻本、光绪二十年三有堂写刻本等,
不过这两种版本及爱莲堂本的扉页皆题“牙牌神数图注详解”,与仿冒点石斋本

不同。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www. kongfz. cn / 69521155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


海广智书局校印”①,但广智书局经营铅印,自建有活版部,应不会使用

雕版。 此书为宣扬变法之作,而广智书局由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创办,所
以书坊主大概想借其名号加强广告效应。 当然,这也有可能是避祸之

举,作者使用笔名,出版方亦假托广智书局,或为躲避清廷追查。 另如

民国写刻唱本《 (特别改良) 孟姜女》 ,扉页题“ 上海世界书局” ②。 经

查,世界书局并未出版过此书,而且其牌记一般会在书局名称后加上

“发行” “印行” “出版”等字。

结语

在中国古代出版史的长河中,曾出现过多种“明星”版本:有以官方

机构名者,如“官板”“监本”;有以地域名者,如“京本”“蜀本”“古杭”“苏

板”等③。 这些机构或地区以校刻精良著称,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,故而

拥有专属名号。 与此同时,坊间艳羡其名,导致冒用现象泛滥。 比如某些

镌刻或钤印“姑苏原本”的书籍品质很差,甚至佛山书坊销往越南的汉喃

合璧书籍,也有此类钤印,“‘苏州’ ‘姑苏原本’和‘姑苏原板’这样的名

号,变成一个纯粹的符号性的东西,一个招徕客户的招牌”④。 “上海本”
或者说“上海”“石印” “书局”本的情况与之类似,其成为中国刻书史上

最后一种明星版本。 有趣的是,雕版书坊竞相仿冒的版本,并非刻本,而
是异类的、新兴的石印本。 牌记中的“上海”与“石印”也已超越地理概念

和技术范畴,成为“新学”“洋气”的文化符号。 导致这一版本现象产生及

发展的重要原因,除了印刷技术的更新外,还离不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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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懒余生:《亚洲泡》,湖南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年(1904)刻本(索书号:393. 1 / 106)。
懒余生很可能是周传德的笔名,其字宣三,湖南澧县人,光绪二十三年拔贡,在维新

运动失败后仍坚持变法理念。 周传德有诗《庚子感事》,自注曰“保皇党人多被捕,
余所著《亚洲泡》亦毁版” (张翰仪编,曾卓、丁葆赤标点:《湘雅摭残》,岳麓书社,
2010 年,第 913 页)。 若此诗作于庚子(光绪二十六年),则光绪三十年本为第二

版。 书前有光绪二十九年懒余生自序,其旨亦符合康有为的孔教论。 　
见“孔夫子旧书网”(https: / / book. kongfz. com / 0 / 509657198),2026 年 1 月 8 日访问。
《苏州刻书史》一书注意到宋、元、明古籍中将地名嵌入书名以展现版本地域优势的

现象。 同时,该书以小说戏曲、四书和医书为例,探讨了“苏板”的形成过程以及中

日两国翻刻冒用的现象。 详参陈正宏主编:《苏州刻书史》,凤凰出版社,2023 年,
第 379—390 页。
陈正宏主编:《苏州刻书史》,第 391 页。



变革。 郭平兴曾谈及新式印刷术对近代中国书业的影响及相关研究方

法,提出“将印刷技术史与经济史、社会史、商业史、文化史等结合起

来”①。 维新运动的冲击、新式教育的推广和科举制度的改革,促使上海

不仅成为近代的出版中心,同时也是新文化中心。 当地石印书局及时转

换思路,出版了多种时务和西学书籍,石印本因出书快、容量大和易携带

等优点而大受追捧②。 彼时对书籍版本而言,其权威性不仅源于“校刻精

良”,还来自对“现代性”的象征性占有。
晚清西学东渐,新旧交融,尽管出版行业引入印刷机器,但传统的刻

书业未被快速淘汰,而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灵活的适应性。 “上海”
“石印”“书局”的标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潮,吸引传统书坊在出版物

中仿冒其名。 这一行为不仅有利于提高书籍销量,也从侧面帮助石印书

局做宣传,进一步推动上海出版的新学书籍和教科书在全国范围内的流

行。 近代雕版书籍冒用上海石印名目的现象,既展现了传统书坊在技术

迭代与文化转型背景下的适应性策略,也折射出中国出版业复杂的现代

化进程。
虽然仿称“石印”的刻本能够欺瞒一部分消费者,但终归不是长久之

计,随着时间的推移,民众必然会接触到真正的石印本,了解这一新式印

刷术。 中西部省份的书业资本也逐渐嗅到商机,产生投资石印的兴趣。
清末民初,随着交通改善和技术扩散,各省开始引进石印设备③,县级区

域也陆续出现民办石印机构,如山东梁山的文萃石印馆、浙江浦江的新新

铅石印书馆、湖南资兴的振文图书石印局、四川绵阳的文蔚石印馆、重庆

涪陵的新民石印纸庄和云南通海的文明石印馆等,上海逐渐失去了石印

行业的垄断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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